
本研究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736）、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教
育社会学百年：历程、经验及前景”（20110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研究”（10JYB007）。

从“纯粹主义”到“实用主义”

程天君

[摘 要] 涂尔干关于实用主义与社会学的追问今逢一个世纪。对此世纪之问“接着讲”并“对
着讲”，目的不再评判社会学与实用主义之高下，而在陈述（教育）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可能动
向。作为一种行动哲学，（古典） 实用主义质疑“本质主义”真理观，破除对理性的膜拜，强调“有
用即真理”。承续古典实用主义基本教义的新实用主义，实乃一种反本质主义，强调事实和价值不可
分离，以及实践的优先性。（教育） 社会学在经历“定量纯粹主义”与“定性纯粹主义”等类似之争
的过程之中及之后，初露建基“实用主义”之上的“混合方法研究”的端倪：表现在学科性质的“兼
有论”、研究方法的“综合论”、研究层面的“贯通论”、因果认识的“假设论”及研究取向的“问题
中心”等多层面、多侧面、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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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动向

一、“实用主义”的所指与能指：兼谈问题意识

1913~1914 年，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巨擘涂尔干在

法国索邦大学作了一个关于实用主义（被称为其时

“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的系列演讲，并集结成书《实
用主义与社会学》。其中他言道：“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实用主义怎么能够把带有这么多缺陷的学说强加给

众多心灵呢？”怀着这样的疑问与使命，他通过深入
“敌后”（号召听众通过把“我们自己变成实用主义者，
先把我们内心各种反驳意见放在一边，……找到实用
主义的威力所在时，我们可才以重新返回自己的立

场”）而力图知己知彼，论证“社会学高出实用主义的
地方”，那就是：“社会学视角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促使
我们去分析那些令人敬畏的事物，即真理”。[1]P28111~114

为此，涂尔干的演讲涉及社会学的问题很少，大部分

讲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认为“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
真理问题”。涂尔干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三个基本论题：
真理是人的真理；真理是不同的可变的真理；真理不

是既存实在的模本。对此，他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

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的命题已经变成把我们带回
功利主义的公式，实用主义理论就是逻辑功利主义。
而近百年之后，新实用主义的旗手罗蒂则对此一一进

行了反驳。[2]

在实用主义复兴并走强的今日，我们是接着涂尔

干讲———论证社会学高于实用主义的地方，还是“对
着讲”———冷静反思涂尔干当年的评论是否中肯？抑
或持中陈述个中沧桑之变？无论如何，都需要认真对

待实用主义对教育研究、特别是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
影响。然触碰“实用主义”这个“模糊、含混和被用烂了
的词”，[3]P243 无疑是自讨苦吃。但不无必要：一方面，在
西方哲学史上像“实用主义”这般引起歧义的概念是
不多见的[4]P209———无论是实用主义与传统哲学之间的
争斗，还是古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之间的争执，

抑或古典实用主义三杰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之间的
争奇，遑论新实用主义两翼罗蒂（左翼）、普特南（右
翼）之间的争论。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大概是除马克思
主义之外，中国人最熟悉的哲学名号了，尽管在相当

长时期内，实用主义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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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4]P3 而撂荒了学理探讨，
乃至遭遇严重的“误读”。[6]

“实用主义”诞生于 1970 年代，至今经逾百年历
程，非但没有销声匿迹，且新人新作不断。二十世纪头
30 年是其繁荣时期，被誉为美国的“国家哲学”，体现
了“美利坚精神”。二十世纪 30~50 年代，在欧陆分析
哲学（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冲击下，伴随着杜威之

死，实用主义之古典时期结束，退居萧条期。二十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分析哲学的逐渐实用主义化和新

实用主义的兴起，实用主义重新崛起，大有重振雄风

之势。就此而论，“实用主义”似乎是美国的“专利”，这
一概念似乎有特定的所指。但自诞生以来，围绕“实用
主义”的争论本身就说明，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能指。
两个典例可以佐证：一是实用主义的鼻祖皮尔士在发

明了“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个词以后不久，曾鉴
于其被滥用、推销和庸俗化而另创了“实效主义”
（pragmaticism）一词。[7]P28 二是实用主义的另一位奠基
者詹姆斯（亦译作“詹姆士”）1907 年汇集其近两年演
讲稿为一书《实用主义》，而其副标题却是“一些旧思
想方法的新名称”。这说明，即便在实用主义奠基者眼
里，“实用主义”也无非是一个用来表达一些旧思想方
法的“新名称”而已，并非什么“专利”；甚至不是个十
分精到的名称，以致不如改为“实效主义”这样孤陋的
词，免得被滥用。
尽管“实用主义”充满歧义，但这里还是可以取其

最大公约数以资利用。实用主义作为对传统哲学的反
动与改造，它“原是美国本土哲学，是一种注重具体研
究，注重实际效用，强调实践重于理论，强调认知中的

社会、文化价值的哲学”。[8]实用主义的基本涵义是：它
是一种行动哲学，“有用即真理”是其根本原则，甚至
可以说实用主义就是逻辑功利主义；它强调对理性的

攻击，破除对理性的膜拜，宣告绝对真理的合法性危

机，质疑从古希腊至今人们孜孜以求的世界的“本质”
及“本质主义”真理观。承继上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
统，新实用主义者如罗蒂和普特南更是表达了如下基

本思想：[3]P243~251[9]P138~160[10]P7~28 实用主义就是一种反本质

主义；事实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

道德和科学之间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区别；在哲学中实

践是优先的，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

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接近真理。
中国有无“实用主义”？舒斯特曼（Richard Shus-

terman）《实用主义美学》认为，中国哲学和实用主义
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哲学在根本上是实践的。[11]无

独有偶，我国哲学家李泽厚基于对“经验合理性”的概
括和提升，提出“实用理性”用以阐述我国传统思想特
别是儒家思想之特点，他也认为人类经验来于“实
践”。[12]P3~54 倘若再取皮尔士“实效主义”、詹姆斯“有
用、便利、令人满意、兑现价值”[13]P11 之实用主义的精
义，并虑及杜威来华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6]在一
定意义上甚至无防说，中国不失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国

度，“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成王败寇”、“摸着石头
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才是硬道理”，诸如此类的
表达都是再好不过的生动写照。撇开这些耳熟能详的
俗语、常道或口号不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反本质主
义）、真理观（无绝对真理）、价值观（事实和价值相互
渗透）、认识论（反对镜式反映论）等思想，均可资借以
描述和分析教育社会学学科论、特别是其方法论的某
些突出特征乃至动向。而这，似从教育社会学的基础
学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说起为宜。

二、从“定量—定性”研究方法论之争说起

从社会学发端伊始，就存在着实证主义与诠释主

义两种主要取向或曰范式。[14]迄今，这两种主要研范
式业已发生过多次高下优劣之争，以至人们常说，超

越了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解释主义社会

学），社会学可能会更好；但忽略了涂尔干和韦伯，社

会学一定更差。所以，我们要不断或直接或间接地回
到涂、韦二位奠基者所创始的社会学两大传统。
实证主义范式强调定量研究方法，多采用数学模

型、统计表和图表等形式。建构或解释主义范式则主
张定性研究方法，多采用民族志散文、历史陈述、第一
人称描述，或采用照相、生活史、小说化的事实、传记
等形式。因此，关于这两种范式的争论有时亦被称为
定性 /定量之争。“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哪个学科可以
在这场‘范式’（即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或信仰体系）
争论中袖手旁观而不必表明立场”。[15]P2~3 在教育研究
领域，争论的火药味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领域。其中，
“定量纯化论者”（quantitative purists）主张，教育研究
者应该剔除其偏见、奉行价值中立，认为去时间、去情
景的通则化既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16]他们秉持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不相容论”，认为应该关上二者之间
对话的大门。 [17] 在另一个极端，“定性纯化论者”
（qualitative purists）则性质同种方向相反地坚称，去时

间、去情景的通则化既不可欲亦不可能，[16]其旗手古
巴（Guba）断言，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定量方法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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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证主义范式（定量研究）与诠释主义范式（定性研究）的龃龉

本体论（现实的本质）

认识论（主客体关系）

价值论

通则化

因果联系

推论逻辑

实证主义范式

存在唯一的现实

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互独立

研究是价值中立的

超越时间和情景的通则化是可能的

在结果之前或同时，必有原因

强调从一般到特殊的推论（演绎逻辑）

诠释主义范式

现实存在是多元的、建构的
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不可分割

研究是受价值制约的

超越时间和情景的通则化是不可能的

区分结果和原因是不可能的

强调从特殊到一般的推论（归纳逻辑）

经不再可信，它与诠释主义（亦即古巴所言的“自然主
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存在根本性的不
和，一方排斥另一方宛如“相信地球是圆的排斥相信
地球是扁的”一样[18]，是一个“只能二选一”的命题。[19]
P80 纯粹论的双方均视各自的范式为研究的理想，他们

或明或暗地拥护不相容论———认定量化与质性研究
范式连同其方法，不能也不应混合。定量 / 定性之争
是如此分裂地形成两种研究文化，以致教育机构毕业

的研究生们踌躇满志地寄望在学术或研究圈谋得职

业时无助地发觉他们不得不效忠其中一个或另一个

研究学派。[16]

这两种范式之争波及多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的

“战场”，包括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价值论、通则化再到
因果联系、推论逻辑等方方面面，其中主要的是“现实
的本质”（nature of reality） 和“因果联系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casual linkages），[15]P3~9列表如（见表 1）下：

当然，表 1所列两种范式各自的公理或原则，也

许只是范式“清教徒”（“范式斗士”）们基于“范式纯
粹”（paradigm purity）[15]P10 心理而刻意提纯的结果，其
秉持的信念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范式上、进而
在建基其上的方法论上是格格不入的、不相容的。但
也有研究者如谢立中从反面指出，这些范式和方法论

之间并无那么大的分歧，他用“现代主义社会学”来指
称实证主义社会学、诠释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
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诠释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
作为现代主义社会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和范式，它们
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其共同点至少包

括：给定实在论；表征主义；相符真理论；本质主义；基

础主义。[20]P3~10 其中，前三个构成了罗蒂等人所说的西
方思想传统中的“镜喻”传统，后两个则构成了德鲁兹
和瓜塔里等人所说的西方思想中的“树喻”传统；它们
共同构成了谢立中所说的、包括“现代主义社会学”在
内的“现代主义”哲学和科学思潮的基本信条。

三、从两极到折中：走向实用主义的混合方法论

凡事大抵物极必反。当定量、定性纯粹论者走向
极端之际，也就是拐点出现之时。面对“方法论纯粹主
义者”双方的激烈争论，“和平主义者”提出了“混合方
法论”（亦称“混合方法”或“方法论混合”），采取“范式
相对主义”和“相容论”的态度，从单一方法论的执著
走向混合方法的折中，从两极走向中庸，从对立走向

融合，方法论上的纯粹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趋少

见。这些范式之争的和平主义者也称为实用主义者。

其中，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两种范式之

间的分歧被强调过头了，二者之间的裂痕并不像“纯
粹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巨大和深刻；[15]P10“不相容论”
实乃一个僵而不死的教条，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认识

论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均不存在不相容；[21]不同

的研究范式可以共存于“混合方法研究”之一炉。[22]

应该看到，研究方法（论）之争、范式之争的根基
是哲学观之争，均不脱其背后“铸就什么是知识、真实
及其达成方法”的哲学假设。[23]一如有学者指出，正是
在哲学领域（the philosophical domain），综合方法的问

题（the issue of combining methods）才经常变得富有争

议，导致了“范式战争”（paradigm wars）。[24]p3~13 为此，在
哲学层面上，实用主义者不得不与范式斗士的不相容

理论筑垒对抗，这一理论所依据的是认识论与研究方

法之间的关联性。为了对付这种范式—方法的关联
论，豪（Howe）选择使用另一种不同的范式：即“实用
主义”，其主要原则就是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相容
论。[21]而摩根（Morgan）更是阐发了一种“实用取向”这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新主导范式，既作为综合定性与定

量方法的支撑基础，也作为一种引导人们从形而上关

注到方法论关注转移的方法。[15]

对研究者而言，一个重要的哲学追问与方法论考

量就是关于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相对重要
性。作为混合方法论之哲学与范式之根的实用主义主
张，应该是“研究问题主宰，而非范式或方法为王”；
“方法必从之于问题”。实用主义者更看重的不是所应
采用的方法，也不是支持这些方法的世界观，而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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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用主义的一般特征

·实摒弃传统哲学的二元论，采取中间和温和立场，找寻问题的切实解决之道。
·既识别自然和物理世界存在及重要性，也高度关注人类社会与心世界的存在及影响。
·用自然主义、过程取向的有机环境转论换取代历史上流行的主客体区分认识论。
·认同可错论、折中主义、多元主义、价值定位取向及实践理论，普遍拒绝还原论。
·视强烈而实际的经验主义为解决问题之道，喜欢行动远胜哲学思维。
·视现行真理、意义和知识为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暂时性之物，当下永远是一个新的起点。
·大写的真理也许只是历史尽头最后的“意见”，小写的真理（工具性、暂时性）则经由经历和实验而得来。
·工具性真理的关键在其真的程度，而非停滞不前，因此詹姆斯说我们必须“准备明天称其为谎言”。

表 3 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方法论路径的演变[15]P13~14

时期 I：单一方法或“纯粹主义者”时代（大约从 19 世纪到 1950 年代）

A．纯粹定量取向

B．纯粹定性取向

时期 II：混合方法的出现（大约从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

A．同等地位设计（两种范式 /方法都使用）

B．主次设计（两种范式 /方法都使用）

C．多层次路径设计（两种范式 /方法都使用）

时期 III：混合模型研究的出现（大约在 1990 年代）

A．在研究阶段中单一使用（必须每种方法至少在研究的一个阶段中出现）

B．在研究阶段中多元并用（必须两种方法至少在研究的一个阶段中同时出现）

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坚信“通向目标彼岸（研究问
题的解决）的方法论道路并不是既定的”，力主避免方
法论纯粹主义之“方法的暴政”，采信“有用即可”的实
用主义教义，断然拒绝在解释主义与实证主义范式之

间作出“非此即彼”的被迫选择。甚至认为，最优异的
学者总是对其所提出的问题切思在心，而对所用具体

方法论或方法背后的范式则洒脱不羁。[15]P19~21 宣称教

育研究领域“混合方法研究”范式时代已经到来的约
翰逊和奥韦格布兹在声言“我们拒绝不相容论和二选
一取向的范式选择，我们推荐一种更多元、更兼容的
取向”的同时，并身体力行，在吸取古典实用主义（皮
尔士、詹姆斯、杜威）和新实用主义（罗蒂、普特南等）
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据实总结和开列了实用主义的一

般特征，兹辑要（见表 2）：[16]

进而，有学者描绘了（欧美）社会科学中研究方

法论的演变路径图，兹摘其粗线条（见表 3）：

其中，“混合模型研究”是实用主义的范式的产
物，是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将定量路径和定性路径

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对此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以
“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与命题为把手而成就
“反思社会学”[26]的布迪厄，将其反思取向的社会学描
述为“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
ism），通过把定量与定性视为研究过程的“两个必要
时刻”（two necessary moments）而致力解决“结构—行
动”问题。[27]P123~127 在教育研究领域，致力于教育研究
之第三种研究范式（即混合方法研究）的约翰逊和奥

韦格布兹宣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二者均重要且

“有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目标不是要取代中的任何一
种，而毋宁说是吸取两者的优长并最小化其弱点。如
果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视为一个连续统的两个极

端，则混合方法研究覆盖了中间区域的大量点集（the

large set of the points of the middle area）；如果进行分类

性的思考，那么混合方法研究则坐在第三把新椅子

上，而定性研究坐在其左边，定量研究坐在其右边。[16]

也正是在在过去 30 多年里不同学者就定性取向和定

量取向结合研究进行的持续探讨和争论、随之而来的
大量文献的涌现和积累以及混合方法论诸多问题的

有待澄清和达成这些背景之下，由美国塔沙克里和克

瑞斯威尔任主编的《混合方法研究杂志》于 2007 年创
刊，这标志着混合方法新纪元的开启。[28]

至此，可以对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小结性

的比较（见表 4）：

这里需顺带提及我国的情况。据笔者目力所及，
进入新世纪以来，方见有对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
的“混合方法”的零星译介（论文、译著合计约二三十
篇 /本）。倒是一个奇怪而又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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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批判者的情形便不觉奇怪

了）的现象值得留意：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鲜见值得

称道的定量研究，而对定量研究的反思乃至批判却并

不罕见，有时火力还比较集中。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有研究者认为，教育研究的实证化趋向把教育现象

类同于自然现象，从而忽略了教育现象作为社会人文

现象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忽视了教育研究的独

特性和复杂性；为此提出了教育研究中价值研究、事
实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统一，解释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的统一，整体性研究与部分性研究的统一，参与性研

究和控制性研究的统一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29]

整个九十年代，对教育研究中所谓“科学主义”和“实
证主义”的批评不绝于耳。[30]有的研究者走得更远，认
为人种学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源头，虽非教育的唯一

方法，却是教育研究的一种根本方法。[31]这些批评虽
不无道理，但总有“时空错置”甚或“无的放矢”之憾，

至少显得有点像是别国的教育研究出了所谓“科学主
义”的毛病而让我国学人吃药。不过也有学者冷静地
指出，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科学的训练和科学的范

式还没有建立，谈不上“主义”；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
的近亲，它虽受到挑战，但仍有其合理成分；教育研究

需要多种方法、多条途径。[32]

四、教育社会学研究：走向实用主义？

若从实用主义之“综合”、“实效”、“折中”、“行
动”、“问题中心”等蕴含来看，似乎不难看出教育研究
社会学、特别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及其发展呈现
“实用主义”的系列端倪，列草表（见表 5）：
限于篇幅，这里只对上表中除了一些一目了然之

外的若干方面撮要说明如下：

1.学科性质。自美国的沃德于 1883 年在《社会动
力学》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社会学”概念伊始，以改进

表 4 社会科学中三种主要研究范式的比较（引用时有节略）[15]P22

研究方法

推论逻辑

认识论

价值观

本体论

因果联系

实证主义

定量

演绎

客观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二

元关系

研究是价值中立的

天真的现实主义（存在外在、客观的
现实，研究可予确认）

结果之前或同时，必有真实的原因

建构主义

定性

归纳

主观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

不可分割的

研究受到价值的限定

相对主义（本体论现实主义，多

元、主观建构的现实）
一切事物都会同时相互塑造，不

可能区分原因和结果

实用主义

定量 +定性

演绎 +归纳

客观论和主观论并存；二者是一个连续

谱而非对立的两极

在展开研究操作及得出、阐释研究结论
时，价值有很大影响

承认外在的现实；“真理”乃选择最能产
生预期或想要结果的解释

可能存在因果联系，但我们永远无法将

之确定下来

表 5 走向实用主义的教育社会学研究 [33]

横向阅读

学科性质

价值观

研究方法

推论逻辑

因果认识

研究层面

学科资源

研究取向

纯粹主义 I
规范学科论
（中国、二战前后的美日）
践行价值判断
（教育学的教育社会学，
众多“教育社会学”从业者）

定性研究

归纳

通过质性研究，试图诠释“意义
适当性”和“因果适当性”
微观（“新”教育社会学、互动论、
现象学、常人方法学）
长期“学习欧美”（钱民辉[39]）
套解西语或别学科（众研究者）
学科概论为主

纯粹主义 II
事实学科论
（安吉尔、布鲁克弗、吴康宁）
奉行事实判断
（社会学精神：新崛通也、
“学术底线”：吴康宁）

定量研究

演绎

通过量化研究，试图检验“理论
观念”和“经验事实”的关联
宏观（20 世纪 60 年代前，源自涂
尔干、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扎根“本土境脉”（吴康宁）
“本土化论”（不少论者）
分支学科为主

实用主义
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
（巴兰坦、柴野昌山、张人杰）
事实 -价值结合论（董泽芳[34]）
注重问题导向、实践传统及文化自觉（刘云
杉[35]）

定性 -定量兼用（吴康宁[42]P20）
多元综合论（董泽芳[34]）
混合方法论（欧美）
演绎 +归纳
（吴康宁[42]P18、董泽芳[34]、国外混合方法论者）
因果认识永远处于有待验证（进一步证实）
的假设状态[36]

贯通论（董泽芳[34]、吴康宁[37]、张人杰[38]）

“三通论”[40]（董泽芳）“好猫论”（吴康宁）
走向“教育社会理论”（吴康宁[41]）
问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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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为直接目的的“规范性教育社会学”就占据
了二战以前教育社会学的主流地位。[42]P23~28 受此影响，
日本教育社会学在其初创阶段（1945~1954）的主导取

向也是注重用社会学成果来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规

范性教育社会学。[37]我国自教育社会学草创至改革开
放后重建的相当时期，“规范学科论”亦占有主导地
位，而且至今强劲势头不减。另一方，教育社会学在诞
生不久就存在着“事实学科论”对“规范学科论”的抗
争，直至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美国的安吉尔 1928 年首
次提出与“educational sociology”相对的“sociology of e-
ducation”[43]概念，后经布鲁克弗 1949 年“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Definition”[44]一文进一步阐述，直到大势
所趋之下，创刊于 1927 年的“The Journal of Educa-
tional Sociology”杂志最终在 1963 年易名为“Sociology
of Education”之际，事实学科论这一研究范式“终于退
缩一隅”。[42]P10~31 在中国，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一书提
出“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的观点，确立了
事实学科论的凸显地位。[42]P12 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
到，无论是美国（如巴兰坦）还是日本（如清水义弘、柴
野昌山），均有学者持折中的“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
论”。[37]我国更是如此，诸如“边际学科论”[45]P2 与“边缘
学科论”[46][47]P1、“综合学科论”（教育社会学乃交叉、边
缘学科）[48]P9、“（社会学的一门）具体学科 +（教育学的
一门）子学科论”[49]及“边缘 + 基础学科论”[50]P8 等观
点，均可视为“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的变异体或改
良式。而张人杰十年前就曾隐约表达[51]、新近更是明
确提出，“我国教育社会学主流取向应当‘重新作出抉
择’，如今看来，将‘事实与规范兼有论’列为应有的一
种主流取向似更合适”。[52]

2. 价值观。作为“纯粹主义”之一的规范学科论及
其研究范式践行价值判断；作为“纯粹主义”之二的事
实学科论奉行价值中立，将事实判断视为教育社会学

的“学术底线”。[37]而作为“实用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兼
有学科论则认同事实与价值结合论，提倡行动干预和

实践应用的教育社会学。有学者在对当前的一些文献
检索和教育社会学主要会议的材料分析中发现，作为

应用研究的文献几乎占到了 80%以上，研究者们所关

注的现象多以当前的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焦点
问题为主。[53]

3. 研究取向。无论中外，教育社会学研究取向和
重心总体呈现出由学科论向问题论转移的特征。特别
是在我国，重建以来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其总体性质

已经并正在经历“三次转型”：从“学科概论性研究为

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到“学科概论性研
究与分支领域性研究齐头并进”的阶段，再到“分支领
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在分支
领域研究中，又已经并正在经历从“概论性研究为主、
具体问题为辅”到“具体问题研究为主、概论性研究为
辅”的转向。[54]这第三次转型的显著特征就是：“从强
分支领域到弱分支领域”、“从有分支领域到无分支领
域”，注重对我国具体教育问题的“跨分支领域的”、
“综合的”、“融通的”、“切实的”解释，[55] 突出体现了
“问题中心”、“取法多元”的实用主义色彩和动向。

五、困惑与讨论

（一） 实用主义的魅力与困惑

实用主义被推崇为证明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的

应用具有确当性的最佳范式。其魅力在于：提供了可
以从哲学上将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设计的应用包容

在一起的哲学范式；摆脱了应用那些曾引起无尽（也

多为无用）的讨论和争辩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真理”、
“现实”）；提出了一种非常可行和实用的研究哲学：研
究你所感兴趣和对你有意义的问题，应用你认为合适

的不同方式去研究这些问题，并以能为你的价值观体

系带来积极后果的方式使用这些研究的结果。
但实用主义在研究问题上的“取我所需”、在研究
方法上的“法无定法”及研究结果上的“为我所用”等
思想信条与行动准则，是无法回答究竟如何处理研究

中诸如预设与结论、理论与事实、主观与客观等一系
列问题的；也难怪涂尔干当年批评说，实用主义过度

强调了个体的心理方面而忽略了社会方面。当然，衡
诸实用主义的理路，诸如定性与定量、归纳与演绎、主
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个体与社会等“二元关系”抑
或“非此即彼”，原本就是应该加以拒绝和抛弃的！“方
法从之于问题”、“方法皆备于我，尽为我所用”、“有用
即真理”、“确立更灵活的真理”是实用主义响亮的口
号。这类口号虽不无启发性与冲击力，但难免存在“留
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式的无奈与自慰，也不脱“有了快
感你就叫”式的痞子文化气息，更与“怎么搞都行”式
的后学颓风半斤八两。
（二）“新动向”（事实判断）还是“新取向”（价

值判断）？
所谓“从‘纯粹主义’到‘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

论动向是实然还是应然？抑或基于实然的应然？如果

基于实用主义的理脉来回答，那未必就能、也不需要
像小葱拌豆腐一样说得一清二楚。题目中“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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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只是为了表达简洁而已，但简化意味着武断。故
这里强调两点：第一，教育社会学方法论虽然在大体

上不乏“从纯粹主义到实用主义”之历时性的端倪或
趋势；但同时也有、甚至更多的是二者共时性的交错、
交织与交叉。第二，究竟是事实判断抑或价值判断，问
题十分繁复，需由专文探讨。这里只需提示的是，本文
开篇提及涂尔干在法国索邦大学发表演讲、论证“社
会学高出实用主义的地方”，尽管他标举实证主义大
旗和客观性原则，但当时他面对实用主义横扫法国知

识界的局面，其内心的主要关切不是客观真理与知识

本身，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其时法国由激烈的反对派

对抗天主教会权力而引发的社会大动乱的忧心忡忡

和对真理与知识的道德作用的欲求，寄望由此发展出

一种客观的基础以建立新的和谐秩序[56]。原来，涂尔
干举着实证主义和客观真理的大旗，伸张自己的价值

和欲求罢了。
（三）教育社会学方法论还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国外的还是我国的？
这两个不得已的行文困惑也是需要提请读者指

教的：一是能否从社会（科）学推导教育社会学？二是

能否从国外（教育）社会学推导中国（教育）社会学？对

于第一个问题的勉强回答是，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

推导教育社会学，这本是本文所论走向实用主义之教

育社会学的题中之义。对于第二个问题，读者能否容
忍笔者大言不惭地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作答而聊
以自慰？

———————
注：
[1][法]爱弥尔·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M]．渠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后哲学文化[M]．黄
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后形而上学希望———
新实用主义政治、社会和法律哲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3；偶然、反讽和团结[M]．徐文瑞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陈亚军．哲学的改造———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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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之影响[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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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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